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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裁判的法律哲学问题： 
忘却国际法与国际裁判的无望之爱
理论探索
萨曼莎·贝森*著  张川方**译
【摘  要】本文首先解释裁判的概念、国际裁判的定义、国际裁判与国内裁判的区别以及在国内法理学
意义上国际裁判是不是“裁判”，然后讨论国际裁判的一般及特殊法理。
【关键词】国际裁判；国内裁判；国内法理；一般法理；特殊法理
一、引言
裁判（adjudication），是指法院就提交给它的特定争端阐明及适用法律的职能、作用或任务，是法理学
或法律哲学中最经典的问题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存在具有普遍和强制管辖权的法院系统是一种法律体制
的关键特征。[1]于是，尽管裁判理论没有彻底探讨法律理论的全部领域，以至于它不能告诉人们法律是什
么，也不能在法律指导法官之前为人们提供一种法律理论来辨别法律，[2]但是裁判理论是任何优秀法律理论
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具体而言，裁判理论处理两件事：一是解释法院的作用以及法官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围
绕法律的内含判案；二是引导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并为其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3]
本章提出的问题是上述裁判理论是否适用于国际裁判并将国际裁判理论化。正如国际法的其他领域
一样，现在国际裁判也吸引了法律哲学家的眼球，尤其是国际法哲学家的眼球。[4]虽然从 1945年起（最精
确地说是从 1990年起），国际裁判就长期缺席国际法，但是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国际法实践中为人们广泛接
受的核心特征——尽管它被证明是一种非常不平坦的过程（an uneven process），而且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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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e.g., R Dworkin, Law’s Empire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6); J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J Raz, “On 
the Nature of Law” (1996) 82 ARSP 1; HL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213–16.
[2]　See e.g., J Dickson, “Interpretation and Coherence in Legal Reasoning” [2010]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
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0/entries/legal-reas-interpret/> accessed September 3, 2012; Raz, Authority, note 1; Raz, Nature of Law, note 
1; Hart, note 1; contra: Dworkin, note 1.
[3]　 See e.g., Dickson, note 2.
[4]　 See e.g., E Jouannet, “La notion de jurisprudence internationale en question” in SFDI (ed.), La juridictionnalis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Pedone 2003); H Ascensio, “La notion de juridiction internationale en question” in SFDI 
(ed.), La juridictionnalis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Pedone 2003); J Allard and A Garapon, Les juges dans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Le Seuil 2005); A Paulus,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in S Besson and J Tasioulas (eds),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H Rega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A Response to 
Paulus—Courts, Custom, Treaties, Regimes and the WTO” in Besson and Tasioulas (eds),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B Kingsbury, “International Courts:
  Uneven Judicialization in Global Order” in J Crawford and M Koskenniemi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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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一定成为各国的首选。[5]于是，当前的国际法如果缺失了司法维度就不能再为人们所理解了。正因如此，
近些年来，人们在国际裁判的各种机制和法律方面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就不足为奇了。[6]令人好奇的是，国际
裁判产生的哲学问题，尤其是规范性问题才刚刚被提出，正如“法官”“法院”“管辖权”“裁判”“司法推
理”“法理”“判决”“判例法”“先例”这些词在国际法中都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即使在国内，
这些概念也充满着复杂性并且人们针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对这一话题的忽视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国际裁判与国际法可质疑的合法性之间存在紧
密联系，这种联系是为大多数国际法学家（international lawyers）所认可的。班尼迪克·金斯伯里（Benedick 
Kingsbury）认为，在学者中达到国际司法化的一般途径是成果式的，不再是项目式的，更不用说批判式的
了。他主张这是一种减轻“戴西对国际法中法律之怀疑”的方式，并且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法律存在或法律
体系与法院系统之间形成的联系之上，法院系统具有普遍和强制的管辖权。[7]在哲学上忽视国际裁判的另
一种解释可能是人们想平息法治原则对国际法适用性的关切。毕竟，鉴于法院司法审查对于尊重国内法理
中法治原则的重要性，质疑国际裁判的存在与合法性可能会威胁到对法治原则的信任。学者们一直以来都
能在国际法律实践中识别出法治原则，并因此将其作为国际裁判合法性的关键特征（虽然存在争议）。[8]
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国际裁判的概念。正如裁判本身的概念一样，国际裁判的概念既不是不证自
明的，也不是可以理解的，除非参考国际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ality）的特征。这样一来就需要回过头来
讨论国际裁判。事实上，国际裁判比国内裁判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哲学难题。因此，是时候搞清楚国际裁判
的概念以及更仔细地调查赫维·阿森希尔（Herve Ascensio）提到的国际裁判与国际法之间的“无望之爱
（amour impossible）”了。[9]不这样做的风险不仅在于人们会对国际法官应该做什么存在严重的认知缺失，
而且还会导致人们对笼罩在国际裁判之上的严重合法性危机熟视无睹。[10]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哲学家完全忽视了国际裁判。在很少的场合，人们还是讨论过关于国际裁判的
哲学问题。这些讨论大多是在批判性法律理论和外部分析法律理论（outside analytical legal theory）[11]的背
景下，或者是在自然法范式（natural law paradigm）和外部法律实证主义（outside legal positivism）[12]的背景
下进行的。最近，在对国际裁判理论的说明上笼罩着另外一个难题，即人们存在一种无谓重复劳动的倾向。
人们经常直接忽略或者至多（at most）逃避从国内裁判中提出的经典问题以及在国内法理学中长期存在的
讨论。尽管国际裁判提出了许多与国内裁判相同的问题，国际裁判非常模糊的作用以及国际法律秩序本身
的特征将其中一些问题放大了，同时还导致了它们自身的一些新问题。[13]本章将讨论这些问题并将前者作
为裁判的一般法理学或法律哲学问题，将后者作为国际裁判的特殊法理学问题。本章的论证将分为三个方
面：首先澄清什么是裁判以及国际裁判在一种还是各种形式下都可以被真正视为裁判；其次在国际法的背
[5]　See, e.g., in this handbook, Romano, Ch. 5; Kingsbury, note 4; A Pellet, “Judicia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R Wolfrum (ed.),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See e.g., A Boyle and C Chinkin, “Law-Making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A Boyle and C Chinkin (eds),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63–312; C Brown,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See Kingsbury, note 4, Conclusion; see also Jouannet, note 4, at 344–5.
[8]　 See A Nollkaemper, “The Internationalized Rule of Law” (2009) 1 HJRL 74; see also J Waldron, “Are Sovereigns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2011) 22:2 EJIL 315; and a response by S Besson,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mocracy” 
(2011) 22:2 EJIL 373.
[9]　 See Ascensio, note 4, at 202.
[10]　See Paulus, note 4, at 223; Kingsbury, note 4, Conclusion.
[11]　See e.g., M Koskenniemi, “The Ideology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and the 1907 Hague Conference” in Y Daudet (ed.), Topicality of 
the 1907 Hague Conference,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8).
[12]　See e.g., G Letsas, “Strasbourg’s Interpretive Ethic: Less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2010) 21 EJIL 1
[13]　关于这一判断 , see Regan, note 4, at 226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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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重新考查有关裁判的法理学经典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构成国际裁判特殊法理学核心的新问题。
二、国际裁判的概念
裁判可以定义为：（1）常任且独立的法官（作为法院）；（2）为了解决提交给它们的具体争端；（3）根
据一套预定好的程序规则；（4）通过发布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5）来阐明并适用法律的；（6）职能、作用
或任务。[14]当然，裁判有时也指实现上述职能的活动，即裁判的活动。作为一项职能或作为一种活动的裁
判是与（1）机构即法院；（2）能力或权力即管辖权；以及（3）结果即司法决定和判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的。当法院行使其管辖权及发布判决时，它们就是在裁判，并且这种活动也称为裁判。
有趣的是，裁判最好被视为一个囊括了一种价值的规范性概念（a normative concept），就像法律的概
念（the concept of law）一样，将法律适用于一项特定争端时，其正确的适用就意味着一些价值判断。这样，
它就不会被简单地描述为或者沦为一套只能验证而不能付诸实践的标准。然而，由于它也是一个与机构有
关的概念，人们不能正确地适用它，尤其不能从其作为一种机构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去评判和指导司法实践。
因此，理想型的裁判（the ideal-type of adjudication）及其机构实践是相互依存的关系。[15]
国际裁判与国内裁判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1）国际性法院不是集权化的（centralized），彼此之间也
没有上下等级关系；（2）国际性法院的管辖权不一定是强制性的（例如《ICJ规约》（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Statute）第 36.2条），虽然在专门法院和区域法院中有例外；[16]（3）国际性法院的司法决
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不一定在所有的国际机构中都可以执行（所谓的绝对权力（imperium）），[17]虽然在
专门法院和区域法院中有例外。
在这一点上，人们对国际裁判存在一个争议，也即国际裁判从国内法理学意义上来讲是不是“裁判”？
这一异议与另外一项质疑是相似的，也即国际法作为国内法理学意义上之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并因此会对
将传统法律哲学适用于国际法产生异议。审视实践中的裁判，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际裁判现在很
明显地与国内裁判走得非常近，至少在针对特定争端的最基本法律执行功能方面非常相似。[18]当然，国际
管辖权可能并不总是强制性的、普遍的以及集权化的，但是这只能影响国际裁判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法
律秩序中的其他功能。因此，国际法的合法性或其体系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裁判功能本身却不会受到
影响。此外，国际法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制度嵌入（institutional embedding）意味着在想象国内裁判时再也
不能独立于国际裁判而进行。因此，讨论裁判的概念必须同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开始，并将国内法理学与
国际法理学连在一起讨论。
下一个问题实际上属于国际裁判国际性的确切轮廓问题，反过来则是国内裁判的国内性问题。的确，
国内法院可能会适用国际法并因此对国际法的施行作出贡献。在某些案件中，国内法院也可能参与国际性
法院的审查功能，在实施对国际执行活动的司法控制时尤其如此。于是，一些著作者将其视为践行的国际
裁判。[19]一言以蔽之，参考前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当法院、法院管辖权及法院程序由国际法创造并规制时，
[14]　See also Kingsbury, note 4; Regan, note 4, at 227; C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in R Wolfrum (ed.), Max Planck 
Legal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5]　See Kingsbury, note 4; Ascensio, note 4.
[16]　See Pellet, note 5, para. 11 ff.
[17]　See also Ascensio, note 4, at 177 ff.
[18]　See also Regan, note 4, at 227; Tomuschat, note 14, at 35.
[19]　 See A Tzanakopoulos, “Domestic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Function of National Courts” (2011) 34 Loy. 
L.A. Int’l & Comp. L. Rev.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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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裁判可以被视为是国际性的。[20]严格来讲，作为机构的国内法院从其成立性法律（constitutive law）、管
辖权以及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不是国际性法院。因此，不能说它们为国际司法造法作出了贡献 [21]——只有
通过跨国解释的间接统一或者通过国际法官认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例如《ICJ规约》的第 38.1.c和 d条）
的间接统一才可能实现国际司法造法，就像人权领域的情况一样。[22]
当然，本卷中（in this volume）反复出现的问题纯粹属于国际性法院的多样性问题，并因此属于在实践
中进行国际裁判的机构性实体的多样性问题。之后的问题就是，在分析和系统化国际裁判现象时，应当如
何将上述多样性反映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和理论中。[23]由于本章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讨论，并且在范围上
是普遍而非具体的，所以本章旨在识别并讨论国际裁判的基本概念和通用概念，这些国际裁判构成了多样
化机构实践的基础。国际管辖权可能并不总是强制性的、普遍的以及集权化的，这一事实只能影响国际裁
判各种功能中可归于国际法律秩序的部分，而不能影响裁判功能本身。在某一特定争端中启动阐明法律的
功能，这在不同的国际性法院之间大体上是相同的。[24]不错，裁判是一种机构性功能并因此在裁判的单一
理想类型和多元机构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2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规范的抽象化和一般化不应当造成对
国际裁判机构多边性现实的忽视。相应地，本章的分析重点会放在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之上，ICJ是当今唯一的“国际性”法院以及“国际法的司法机构”，[26]因为它具有一般且普遍的管辖
权（《ICJ规约》第 36.1条 )，虽然有时它会将争端适当提交给对不同问题具有特定管辖权的国际性法院，尤
其是作为专门和区域法院典范的欧洲人权法院（ECtHR）。
三、国际裁判的一般法理
关于法律哲学中的裁判，有两个难题：一是司法造法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司法造法与法律施行 [27]的
对比，并因此牵出了（司法）法律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对立；二是司法的自由裁量权问题，这一问题涉及
它与法律认知的对比，并因此引出了（司法）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对立。在没有集权化的国际立法机构的情
况下，法律是模糊、不统一且缺乏政治参与的。在没有单一的国际政治共同体或有共同价值的政治组织的
情况下，人类缺乏共同的道德。在这种情形下，上述这两个难题在国际裁判中显得更为突出了。
（一）国际司法造法
 相较于非司法的争端解决机制，裁判与司法判决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它们通过将法律适用于具体的
情境解决当事人之间具体案件的特定法律争端。在它们解决当事人之间争端的范围内，其法律声明会详细
[20]　See Ascensio, note 4, at 163, 167 ff.
[21]　See also Jouannet, note 4, at 391–3; A Pellet, “Article 38” in A Zimmermann, C Tomuschat and K Oellers-Frahm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2.
[22]　See S Besson, “General Princi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Whose Principles?” in S Besson et al. (eds), Les principes en droit européen—
Principles in European Law (Zurich: Schulthess 2011).
[23]　See also Jouannet, note 4, at 364 ff; Regan, note 4, at 230 ff, 关于为什么司法扩散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理阐释都不是一个问题的部
分 ; Pellet, note 5;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66; J Charney, “Is International Law Threatened by Multipl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1998) 271 Recueil des cours 101, at 373
[24]　由于笔者将裁判的概念定义为阐明法律以解决争端的功能，本章不（会通过各种国际行为人或者通过参考其各自法律制度）解
决裁判的其他功能问题。关于国际裁判实践的功能主义讨论，see e.g., in this handbook, Alvarez, Ch. 8; A von Bogdandy and I 
Venzke, “Beyond Disput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as Lawmakers” (2011) 12 German L.J. 979.
[25]　See Kingsbury, note 4; Ascensio, note 4, at 164–6.
[26]　See also Corfu Channel Case (Merits) [1948] ICJ Rep 1949, para. 35.
[27]　在本章中，法律实施与法律执行可替代使用。然而，它却不能与法律甚或司法判决作为一个结果的可实际执行性问题相混淆。 
See also S Besson, “International Judges’ Function(s) between Dispute-Settlement and Law-Enforcement—From International Law 
without Courts to International Courts without Law. A Reply to Anna Spain” (2012) 34 Loy. L.A. Int’l & Comp. L. Rev.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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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适用于该案特定背景的法律，并解释它们对该案当事人具有裁判权。然而，与此同时，司法裁判通常
会超越案件本身并影响法院未来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这就是人们可能会提到的司法判决的解释性权力
（interpretive authority）。当该解释性权力适用于法院自身时，人们通常也会提及先例。[28]
由于法律的适用或实施意味着在特定的案件中识别并解释法律，加上施行法律的司法判决可能超越具
体案件并具有解释性权力，裁判也可以称作通过司法实践对法律规范的创造和发展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人
们会提到司法法律识别（judicial law-identifying）以及司法造法（judicial law-making）。当然，司法解释不是
在所有施行法律的案件中都有必要，法律的意义有时候可能很清楚。然而，大多数时候，解释对于裁判都是
必不可少的，因为法律权威是通过信息传递获得的；它来源于权威人士的信息传递，传递对象是被适用法
律的人以及必须有能力理解法律的人。[29]
司法造法，尤其是对法律原则的司法识别，提出了“渊源论题”（sources thesis）的可适用性这一法律哲
学问题，适用对象包括国际裁判乃至国际造法本身。渊源论题是任何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解释的关键要素。
根据上述观点，如果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只通过参考社会事实就能识别，而不需要求助于任何评价性的论证，
那么法律就是以渊源为基础的。渊源论题对裁判的可适用性受到了一些理论家的挑战，这些理论家将司法
所造之法（judicial law）理解为了唯一或主要的法律渊源，或者至少将其效力设想成了可以独立于单独可识
别为社会事实的情况。[30]
对这一挑战也有各种各样的回应。[31]首先，司法造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它绝对是以承认的规则
（rule of recognition）为基础的。于是，在裁判中将道德价值或原则法律化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法律原则是
通过法律和司法解释来识别的，而且成为了司法所造之法的一部分，即某种司法所造之习惯法。司法所造
之法与习惯法之间的类比源于它们有一个同样的累积过程：对习惯法而言是实践的不断重复；对司法所造
之法而言是大量的先例。另一个回应涉及法律空白的存在。即使一般法律原则与道德而不是法律准则有关，
一旦它们成为司法所造之法的一部分，将它们引入到法律之中就可以将其解释为填补法律空白的方式。法
律空白需要法官参考法律之外的其他材料进行填补。
然而，司法造法的主要困难还在路的更前方，也即在司法所造之法与所立之法或平常法（ordinary law）
之间，进而在司法所造之法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区别。的确，将司法造法视为立法的缩影是错误的。司法
造法也不能与平常的立法（ordinary law-making）混为一谈。首先，裁判意味着法律先于司法实施（judicial 
enforcement）而存在，或者说法律不可能在具体的案件中为人们识别、适用及解释。当然，在实践中，现有
法（pre-existing law）的识别与其发展或者法官对它的修正通常是分开的。[32]其次，法官的立法功能或者与
其所判案件的当事人有关，或者与其所解释的案件的一般属性有关，虽然这种相关性是有限的而且只是部
分相关。[33]于是，基本的立法功能依然处于立法权力之下。实际上，司法造法功能是参照基本的立法功能
定义的（反之亦然）；司法造法功能只有在与立法或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并对其作出反应时才能站得住脚。
这一点可以通过法院机构得到证实，因为法官要在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的限制及其他机构的限制内工作。
[28]　See S Besson, “The Erga Omnes Effec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s” in S Besson (ed),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après le Protocole 14—Premier bilan et perspectives/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fter Protocol 14—First 
assessment and perspectives (Zurich: Schulthess 2011); see also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93–320; R Jennings, “The Judiciary,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45 ICLQ 1.
[29]　See Raz, Authority, note 1; Raz, Nature of Law, note 1.
[30]　See Dworkin, note 1. In international law, see e.g., Letsas, note 12; Paulus, note 4.
[31]　See R Guastini, “Les principes de droit en tant que source de perplexité théorique” in S Caudal (ed.), Les principes en droit (Paris: 
Economica 2008).
[32]　See Dickson, note 2; Raz, Authority, note 1; Raz, Nature of Law, note 1; contra: Dworkin, note 1.
[33]　See Dickson, note 2; Jouannet, note 4, at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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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解释了为什么法官必须尊重民主立法机构及其权威性指令。在实践中，法官识别的法律原则太少，
这一事实可以为法官的上述行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34]
转换到国际法，问题就成了实施司法所造之法的国际裁判也能发展成司法造法。明显地，由于通过裁
判解决国际争端是法律的实施过程，又因为国际法的实施意味着识别并解释国际法，国际裁判不能不包括
立法过程（虽然是司法造法那一种）。[35]
不错，严格来讲，国际法官不是立法者，[36]他们的判决也不能算作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例见《ICJ规约》
第 38.1.d条）。然而，他们在适用法律之前不能避免识别与解释法律。[37]这一点是人们应该理解到的，无论
是从《ICJ规约》第 38.1.d条的引文中理解，还是从作为“确定法律规则之补充方式”的“司法判决”中理
解，司法判决本身就是由正式的国际法渊源所创造的。法官作出的法律解释不仅对其自身未来的法律推理
有影响（所谓的先例或者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而且对一般性地理解特定法院之外的法律也有影响（所
谓的解释性权力或者国际司法判决的 erga omnes效应）。虽然一些著作者在《ICJ规约》第 59条和 UNC第
94.1条看到了国际判决尤其是 ICJ判决中排除了解释性权力（res interpretata），[38]但是那些条款最好理解为
判决权（res judicata）相关范围的提醒物，而不是对它们解释性权力的排除。[39]这些判决也不应理解为排除
了先例的存在或者排除了它们与先前判决的一致性。这些先前判决是根据 ICJ自身的判例法形成的，而这
些判例法是经 ICJ自己的判决所确认的。[40]
实际上，国际法官识别法律和造法的职能在国际法律实践中的作用比在国内环境中更加重要。[41]这
首先与国际法渊源的数量有关：国际法比国内法有更多的空白。[42]由于国际法中存在“案情不清（non 
liquet）”规则的适用，[43]国际法官识别和解释可适用的法律要比国内法官达到更加清楚的程度。这在相对
新的国际法领域尤其如此，例如国际刑法或者国际环境法。
其次，由于国际法某些渊源的性质不明确，尤其是习惯国际法和基本原则，[44]法官就要起到关键的法律
识别作用。不像条约一样，习惯国际法渊源需要一名法官确认其法律规范：一方面要确定给定实践与法律
确信的存在；另一方面要确定一项原则存在于国内传统中，而且转换到国际关系中以后仍然存在。
再次，由于存在国际法律多元主义并且在国际法的规范、制度和渊源中缺乏等级性，国际裁判司法造
法功能显得非常重要。在管辖权允许的时候，国际法官需要识别某一特定案件中所有的规范、制度和渊源
[34]　See P Brunet,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et la hiérarchie des normes” in D de Béchillon et al. (eds), L’architecture du droit.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Michel Troper (Paris: Economica 2006).
[35]　See also von Bogdandy and Venzke, note 24, at 984–9; M Jacob, “Precedents: Lawmak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2011) 
12:5 German L.J. 1005;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66, 272; Besson, note 27.
[36]　See e.g.,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1996] ICJ Rep 1996, at 226, 237, para. 18; see also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1996] ICJ Rep 1996, at 592 para. 40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Higgins).
[37]　See e.g.,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note 36, at 226, 237, para. 18; see also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72.
[38]　See e.g., R. Bernhardt, “Article 59” in Zimmermann, Tomuschat, and Oellers-Frahm, note 21, at 1233, 1244.
[39]　See e.g., Pellet, note 5; Jouannet, note 4, at 359.
[40]　See e.g.,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Preliminary Objections) [1998] ICJ Rep 1998, pp. 275, 292, 
para. 28; see also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93 ff; Pellet, note 21, at 305 ff.
[41]　See e.g., R Higgins, Problems and Process: 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We Use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2; H 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first published 19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42]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89–90.
[43]　See PCIJ, Advisory Committee of Jurists, Procès verbaux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16 June–24 July, The Hague 1920, at 
312.
[44]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78–8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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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2和 31.3条），[45]然后对其进行连贯的解释。[46]第四，国际法某些制度中
的规范必定是抽象的（如国际人权法），需要在语境中规定相应的义务，并通过司法判决不断更新对法律规
范的识别和解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把人权条约理解为“活的文件”。[47]实际上，司法造法对国际
人权法比对国际法的其他制度更加重要，原因在于对人权的最低保护需要国内法官和国际法官的相互确
认。[48]
当然，国际司法造法不等于国际立法的全部，必须存在一些东西防止人们将司法造法识别为国际立法
本身。然而，在国际法缺乏集权化的国际立法机构的情况下，人们更难抵抗这一法理学上的不同意见了。
基本的国际立法权力仍然属于国家，不过有时候会授权给国际组织、国际协会等其他国际法主体，因为这比
国家官方立法更直接。
之后出现的问题是，国际性法院如何从制度上组织起来以便使其立法职能与国家的基本立法职能形成
良好的互动。国家确实既是国际法与国际裁判的主体，也是国际法与国际裁判的缔造者。此外，作为国际
法的缔造者，国家通常在没有媒介机构（institutional mediation）的情况下制定国际法。因此，对描述司法造
法与立法区别的法官而言很难识别机构回应者（institutional respondent）。在国际组织内部，这一问题已经
通过参考权力分配（division of powers）并通过在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及司法机构之间进行调停而解决，这
些机构与国家机构是不同的。通过参考国际条约制定会议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然而，在国际组织外部，
在没有集权化和统一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国际司法造法相对于普通立法的区别仍然有待确立。
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在实践中都既反对国际司法造法的观点，又反对国际组织造法机制。解决国家之
间争端的法官个人也有助于解释国际法，他们可以自己替代国际法的缔造者、主要的立法者以及法律的解
释者（即国家）。不过，这一想法与协商一致解释国际法效力的方式是矛盾的。[49]因此，对国际法效力的主
观理解与主观的国际裁判观念是相互匹配的：根据这种路径，国家仍然是其同意之法律的唯一确认者、解
释者及执行者。
这些难题解释了国际性法院的争端解决职能与其法律施行、法律识别及立法职能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
和动荡分离（uneasy separation）。在国际性法院行使的那种管辖权中可以找到抵制司法造法的证据。正如
我们之前所见，的确，国际管辖权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没有强制性的，也不是排他的。一方面，国际裁判依然
是许多国际争端解决机制（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DR）中的一种。因此，司法解释对于解决法律问
题而言甚至不是必要的，这些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其他 IDR机制解决，而这些机制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法律。
国际性法院自己有时候也可能求助于其他 IDR机制来解决争端而无须全面施行法律。一般而言，它们将自
身视为与其他 IDR机制相互竞争的一种机制，并且通常优先通过正在形成的国际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
端。有趣的是，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 ICJ不愿意利用其咨询职能在国际法的模糊地带以及实际争端的外
部识别国际法的新原则。当国际性法院在适用并解释国际法以解决一项争端时，它们也没有足够重要及稳
定的案件流来对国际法新原则进行权威解释。另一方面，国际法官也不一定要对所有的国际法主题都作出
排他且权威性的解释。与国内法相比，当前的国际法可能由不同的法院作出不同的解释，司法解释的数量
可能与法院的数量旗鼓相当。只要其管辖权不是强制性且排他的，国际裁判就不能以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
方式实现其实施法律的一般职能。
 这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裁判的争端解决职能与国际造法职能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区域存在问题而
[45]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73–5.
[46]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73–5; Regan, note 4, at 230 ff; Pellet, note 5.
[47]　See Tyrer v. United Kingdom (1978) Series A no 26, paras 15–16.
[48]　See S Bess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a Global Context—Decoupling and Recoupling” (2011) 4:1 EGP 19.
[49]　See E Lauterpacht, Aspec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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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区域却不存在问题。不存在问题的区域形成了不以同意为基础的、客观的一般国际法；在有问题的
区域，裁判仍然是主观的、以同意为基础的并且非排他的。例如，人们可能会想起 ICJ适用国际人权法的一
些案例。只要国际法的合法权限与私人之间的合同是等同的，以同意为基础的裁判就是非常合适的：法官
合法权限的范围与可适用法的范围是相互匹配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第三方干预是允许的，在某些案件中甚
至是强制性的：这是为了弥补双边争端解决机制与多边立法之间的差距。[50]当然，客观的国际法与主观的
国际裁判之间的脱节在目前的国际法律秩序中不是到处都有。区域性及专门性法院既是强制性的也是排他
性的，例如 ECtHR或者欧洲联盟法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它们长期以来都把争
端解决与立法职能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因为人们把那些法院嵌入了机构性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即为国家居中调解国际立法的机构。那些国际性法院要对机构性框架负责，例如欧洲法院要对欧盟负责，
ECtHR要对国内机构及人权法院负责。
然而，国际法经过长期发展才形成了“无法院之法律”（law without courts）的局面并创造了这一有名
的格言，[51]现在情况不同了。不仅有大量的国际性法院适用国际法，而且国际法本身也紧跟现实经常需要
法律解释和执行，而只有国际性法院才能提供这种解释和执行。然而，眼下不仅国际法经常处于没有适当
法院而独自运行的境地，而且法院自身实际上也需要在没有国际法的情况下运行。一名出色的立法者能够
将法院变成法官并让法官独自运行。本章将在最后一节回过头来重新探讨国际性法院在裁判中的合法性
问题以及国际法官究竟在以谁的名义进行判决的问题。
（二）国际司法自由裁量权
上一节考察了这些内容：法律并不是完全明确的；裁判不仅是关于法律认知的，而且还意味着司法自
由裁量权。然而，司法自由裁量权不仅提出了关于立法程序以及（司法所造之）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机
构性及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关于立法内容以及（司法所造之）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实体性关切。
第二种挑战是，法官所造之法意味着将道德纳入法律，问题就又变成了这是否可能放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框
架中而不采用自然法的方法进行解释。
对这一挑战有各种各样的反应。[52]在考察这些反应之前，有必要强调一下这里争论的法律与道德之间
的区别是概念性而非事实性的；没有人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关系。[53]首先，严格来讲，法律
不能吸纳道德，因为法律已经是道德的一部分，道德无论如何都对我们以及我们的法律机构适用，法律推理
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推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能调整或排除道德。司法所造之法恰好成为了道德融入法
律秩序的调节器：它通过作出规范性的选择在机构中转换并描述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进一步而言，也即
对上述挑战的第二种不同意见，当法律原则和法官所造的其他法律标准仅仅反映了道德原则时，这些情形
也没有将道德纳入法律而仅仅是在法律秩序中赋予了道德以法律效果。这与法律秩序在没有将外国法变
成国内法的情况下赋予外国法以法律效果的方式是相同的。
转换为国际裁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就更有问题了，而且自然法学家在国际法中面临的司法自由
裁量权挑战比在国内法中更巨大。[54]由于国际法的渊源很少，且呈现多样化与碎片化的特征，正如上一节
解释的一样，可以直接确定的清晰的法律确实很少。再者，人们很容易认为通过许多国际法规范和制度保
护的道德价值和利益具有普遍性，因此上述规范的道德渊源以及证明这些规范的权威性道德理由经常被认
[50]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95.
[51]　See Kingsbury, note 4, referring to Grotius on this.
[52]　See e.g., Guastini, note 31.
[53]　Guastini, note 31; see e.g., J Raz, “Incorporation by Law” (2004) 10 Legal Theory 1.
[54]　See e.g., Letsas, note 12; Paulus,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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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比国内法更加不证自明的。[55]在有关国际裁判的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论述（value discourse）可
以确认这一点。[56]事实上，一些国际法官和学者将道德价值视为了国际案件判决中的“司法北极星（judicial 
lodestar）”。[57]
当然，在国际层面对这一挑战提出的不同意见可以与在国内层面提出的一样。[58]此外，实际上可以被
国际法官适用的共同或共有道德比人们初步想象的要少得多。这是因为国际社会不存在可以清晰确定的
共同价值。因此，识别及执行国际价值对国际法官而言可能并不是不证自明的。[59]
关于人们提出的国际裁判中道德的作用，至少有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与存在超越国家的全球道德
有关。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进行全面论证。虽然它是可行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低估人们需要反
驳国际关系的自然国家主张（state-of-nature-type argument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在政治共同体边
界之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低估人们需要解释全球正义原则和义务如何贴近国内正义原则和义务。
第二个难题与较高程度的多元主义有关，多元主义会影响全球道德。道德冲突必然使价值排序变得狭隘，
因而会出现关于道德价值识别程序是否合理的难题，进而出现道德价值司法排序是否合理的难题。在这方
面，可以说关于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以及制度设计的考量可能有利于构想出具有包容性且深
思熟虑的制度和程序以裁判那些冲突，并因此限制国际司法的自由裁量权。某些制度机制，例如国内法院
的误差机制或者 ECtHR工具箱中欧洲一致的误差机制，都是在人权领域限制超国家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典
范。在 ICJ的实践中，国内司法过滤及其导致的对国内法官的服从是另一个范例，在确认从国内司法判决
中产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时尤其如此。[60]然而，所有这些制度机制都确认了一件事：司法所造之法与道德
有着清晰的界限。本章将在最后一节回过头来就国际性法院审判复杂道德问题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讨论。
四、国际裁判的特殊法理
在与国内裁判共享相同的难题（虽然是放大化的）之余，国际裁判也提出了自身的法理学难题。第一
套难题与可适用的国际法渊源有关，第二套难题则与国际法的合法性有关。
（一）国际裁判与国际法渊源
针对国际司法造法在国际法渊源中的位置，人们提出了关于国际法律秩序及国际法渊源特征的独特
问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之外，国际法官要做出更多的工作。他们还必须识别国际法，尤其是一般国际法。
一般国际法源于非书面化的渊源，例如习惯国际法或基本原则。
在识别国际法的过程中，国际法官发挥的作用超越了在国内司法造法中对任何给定法律规则进行普通
识别的范围；这种识别与确认国际法的效力非常接近并因此补充了国际法的正式渊源。
这一识别过程或者将一条新生规则通过阐明其结晶过程（crystallization）而将其转变为一条实有规则，
或者通过关注一条新生规则并在后期确认其效力。[61]没有对那些国际法律规范的司法确认，这些规范就不
[55]　See S Besson, “The Authority of International Law—Lifting the State Veil” (2009) 31:3 Sydney L. Rev. 343, Introduction.
[56]　See e.g., Paulus, note 4; A von Bogdandy and I Venzke, “On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 Appraisal in Light of their 
Burgeoning Public Authority” (ACIL Research Paper October 2012) <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84079>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2.
[57]　Se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Higgins, note 36, at 370, para. 41.
[58]　See also South West Africa Cases, (Second phase) [1966] ICJ Rep 1966, at 34, paras 49–51.
[59]　See Regan, note 4, at 230 ff, in response to Paulus, note 4.
[60]　See Besson, note 22.
[61]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83; A Cassese and JH Weiler (eds),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Berlin: W. 
De Gruyter 198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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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当前的国际法律秩序状态中通过一般国际法的正式渊源获得法律效力：在国际性法院外部没有普遍可
用的机制将各国实践普遍确认为习惯国际法或基本原则。一种可行的办法是联合国大会，但是一个障碍是
其建议和决议缺少外部约束力。当一般国际法的那些渊源构成国际法律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时，这一点就
显得更加重要。
国际法官的法律识别作用提出了一些法理学难题，这些难题超越了前面所解释的司法造法与渊源论题
之间的调和问题，也超越了识别司法所造之法本身背后的某种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在当前的国
际法渊源中，司法所造之法的确对其他一般国际法渊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各国都受制于源于那些
渊源的法律规范，但是没有最终对这些渊源表示同意作为前提条件，上述事实就把裁判变成了一种确认机
制。最终，司法所造之法成了习惯国际法 [62]和基本原则的过渡性渊源。[63]在国际法的渊源中，裁判的这一
过渡性作用实际上得到了《ICJ规约》第 38.1.d条的确认，该条将司法判决作为了“确定法律规则的补充性
方式”。
上述法理学难题既是实践性的，也是理论性的。首先，赋予国际法官这样一种确认职能无论是从司法
功能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组织国际法律秩序本身的角度来看都是有问题的。国际法官通常是由国家选举产
生的，于是其管辖权多数情况下是主观的。前面讨论的主观管辖权与客观国际造法之间的差距又一次变得
突出了；当前，人们将国际法官的职能制度化了。这种制度化的方式阻挠了法官恰当地履行赋予在他们身
上的法律确认职能（law-validating function）。其次，国际法官的法律确认职能引出了一个问题，也即司法所
造之法在法律实证主义框架中的基础是什么。的确，在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司法所造之法与作为习惯国际法
补充性渊源的司法所造之法之间划一条界线变得很困难。无论人们怎么看待本章前面对司法所造之法与
习惯法之间所作的类比，也不管他们真的如何相近，国际法官的确认职能威胁到了将渊源论题适用于国际
司法造法本身的可能性。《ICJ规约》第 38条中列举的国际法的替代性渊源不能用来说明司法造法的有效
性。可适用于司法造法的默示承认规则要在国际法律秩序的其他地方才能找到。问题是国际性法院，尤其
是 ICJ，可以通过阐明国际法渊源是如何工作的，对形成国际法渊源论题以及国际承认规则本身起到促进作
用。例如，ICJ澄清了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素、习惯国际法与成文国际法的关系、软法在国际法中的作用、
国际法委员会对一般国际法编纂的价值以及形成强行法规范的条件。这确认了国际裁判在国际法律秩序
中的中间作用（meta-role），也确认了这种作用目前为止尚未为国际法的其他主体认可或证实的事实。
这些实践和理论难题的解决办法可能在国际立法过程的机制化中找到，以便为客观的国际立法及国际
裁判提供多边的机制论坛。[64]这可以逐步地把一般国际法的立法从国际裁判中解放出来，并有助于解决渊
源论题对国际司法造法的可适用性难题。上面提到的机制化还存在一个重要好处：它会提升国际司法造法
本身的合法性。
（二）国际裁判与国际法的合法性
在说明国际法权威具有正当性的过程中，国际司法造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提出了一些独特
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国际法律秩序的特征有关。人们要求国际法官识别并解释国际法，并因此确认以及
制定国际法，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所确认和制定的国际法的权威是否具有正当性。更进一步而言，
人们要求国际法官对有争议的国际正义和道德问题行使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嵌入制度框
架中。这些制度框架可以使国际法官作出积极的反应，并且可以使其对全球法律规范的个人主体承担直接
或间接的责任。
[62]　关于国际法与司法所造之法基本原则的渊源，see e.g., Besson, note 22;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285 ff.
[63]　关于习惯国际法与司法所造之法 , see e.g.,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2, at 278 ff.
[64]　See already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note 36, at 43, par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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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人们在这里以客观的方式用合法性来指代正当化的权威（justified authority），或者指代统
治以及创设义务的权利，并将后者理解为行动的排他性原因（exclusionary reasons for action）。这也解释了
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有时会互换使用的原因。合法性可以参照一个机构例如法院来使用，也可以参照法律
例如司法所造之法来使用。这两者通常是相互关联的，法律的合法性从属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反之亦然。
合法性的客观意义应仔细区别于对合法性的另一种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欠缺考虑却在文献中广泛存在，也
即主观合法性就是认同的合法性。然而，在实践中，主观合法性经常与客观合法性同时出现，因为没有一些
主观合法性相伴，客观合法性也很难保持；反之亦然。[65]接下来，本章将只关注客观合法性。然而，有必要
强调一下本卷中的大多数章节都谈到了主观合法性的许多内容，例如法院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以及司法程序
的公平性。
国际法的合法性，乃至国际机构（如国际性法院）及其判决的合法性，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它关系到
权威机构向国际法受众给出行动原因，而在多数情况下，行动原因是由国家给予国家的。正如笔者在其他
地方论证过的，[66]上述复杂状况的出路是揭开国家的面纱，把原因提供者理解为作为官员的国家，把原因接
受者理解为作为代理人的国家，但它们都是为了争取个人选民的国家。当国际组织作为立法者行动时，它
们会居间促成原因的给予，并允许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作为官员的国家与作为代理人（proxy-subjects）的国
家之间存在的区别。国际性法院也可以通过个人所在选区的国家被视为个人的官员及代理人。因此，国际
性法院可被视为在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进行裁判。
当人们考虑国际裁判权威的不同正当性理由时，将“同意”放置一旁是很重要的。例如，“同意”通过
突显协调的解决办法（salience of a coordinating solution）强化了国际法权威的合法性，它也能解释实践中对
国际法的尊重。然而，“同意”单独并不足以说明法律权威的正当性。[67]不过，人们还可以提供证明国际裁
判合法性的其他各种理由，国际裁判的正当性可能是零碎的（piecemeal），就像国际法作为一个整体却不是
一个整体一样。[68]
正如上面所解释的，关于裁判权威，有一种正当性理由比其他正当性理由更重要，那就是民主合法性。
如果法官造法，他们造法的权威也必须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正当化。因此，法官在解释和适用谁的法律，就
是在以谁的名义做判决，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转换到国际法和国际裁判中来，裁判的民主合法性通过参考民主裁判，尤其在将其与普世价值（某些
著作者和法官认为普世价值是国际法官的“北极星”）进行对比时，不仅提出了放大化的问题 (magnified 
issues)，而且提出了其自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国际制度化（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及裁判民
主化的固有缺陷有关。
民主国家不愿意走向国际司法造法，尤其是不愿意对有道德争议的问题下放司法自由裁量权。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法和国际裁判缺乏制度和民主成熟度。在没有其他机构，尤其是没有立法机构相互配合
时，更一般地讲，在没有一个政治共同体提出异议时，法官无法发挥其解释法律及司法造法的作用。司法机
构既不会被任何机构或共同体核查，也不对任何机构或共同体负责。司法机构也没有真正地对任何机构进
行把关。司法造法作为一种推理和论述过程需要法律的预先存在，在没有为法官清晰地识别出法律时，不
能要求法官解释和发展国际法。在一般国际法中，人们不仅没有为法院清晰地识别出那些法律规则和原则，
而且还要求法院自己识别法律。
[65]　关于国际法的合法性 , see Besson, note 55; J Tasioulas,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Besson and Tasioulas, note 4; A 
Buchanan,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Besson and Tasioulas, note 4.
[66]　See Besson, note 55.
[67]　Besson, note 55.
[68]　See Tasioulas, not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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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法院之外探索出形成国际制度秩序（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order）的其他方式是很重要
的。例如，人们可以致力于研究提高国际决策制度属性的方式，从而为法官提供具有合法性权威的制度对
手，拥有相应合法性权威的法官可以依次向制度对手提出解释、作出反应（to account and respond）。在国际
机构（其法律由国际法官作出解释）内部没有权力分离的情况下，在没有立法机构代表国际共同体的情况
下，是不可能设想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民主或其他限制的，也不可能设想出能令国际法官感受到责任的
方式。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对国际裁判制度框架的这种缺乏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际性法院的管辖权仍然
是选择性的（例如 ICJ），而其他法院的管辖权则已经是强制性的了（例如 ECtHR和 CJEU）。
然而，在对司法程序和国际法官选举进行民主改革之外，[69]这不仅要求在法院之外建立一套制度，而且
还要围绕着并包括法院建立一套制度，无论是与国内法院或机构相同层级的管理，还是与国内法院或机构
的管理层级有交叉。当然，与此同时，多边立法的国际司法审查自身可能也获得了另一种民主正当性理由，
尤其是在那些多边立法进程仍然遭受严重民主赤字的情形下。[70]在这里可以想到欧洲联盟法院在欧盟的
民主化功能以及欧洲联盟法院作出的各种判决，通过这些判决欧盟加强了欧洲议会的立法权力。
五、结论
在其 2010年关于国际裁判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唐纳德·里根（Donald H. Regan）正确地断定“我们
需要比现在更多的有效国际法，许多著作者从这一前提中轻易地得出了一个有问题的结论：由于当前没有
其他机构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有效的国际法，法官应当介入以满足我们的需求”。[71]
认为国际裁判能治愈所有疾病的观点实际上非常普遍。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
强大的国际社会和法律秩序，并将其目光转向了法官让法官满足我们的需求。然而，这种方法本末倒置了。
本章表明在没有澄清国际法本身的渊源及其合法性等重大理论问题之前，不应当要求法官介入。这尤其意
味着需要确保将一般国际立法的过程制度化以保证对渊源论题及国际法官民主责任的尊重。从取得关于
国际裁判的项目到获得一项满意的成果，国际裁判学者在这一过程中行动得太快了。学者们是时候恢复到
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立场了。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人们才能公开面对这一描述了很久的国际法与国际法官
之间无望之爱的问题，并最终将它解决。
Legal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Getting 
Over the Amour Impossible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djudication
Samantha Besson
Abstract: This chapter begins by explaining the concept of adjudication—its definition, its distinction from 
domestic adjudication, and whether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is “adjudication” in the sense developed in domestic 
[69]　See A von Bogdandy and I Venzke, “In Whose Name? An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Public Authority and its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 (2012) 23:1 EJIL 7.
[70]　See Boyle and Chinkin, note 6, at 310.
[71]　See Regan, note 4, at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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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prudence. The discussions then turn to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al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domestic adjudication, domestic jurisprudence, general jurisprudence, 
special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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